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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女性犯罪的经济化趋势研究
艾 晶

(沈阳师范大学 社会学学院,辽宁 沈阳110034)

摘 要:民国初年,女性犯罪呈现出一定的经济化趋势。通过此际的司法统计和案例资料可以看出,女

性犯罪的目的以经济为主,且多数女性犯罪人的资产、生计及职业状况都不是很好,犯罪实为其解决经济困境

的无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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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女在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上的地位极不平等,三从四德将妇女置于男性

的绝对统治下,并束缚在家庭中。即使她们有所反抗,一般也只限定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圈子里。以

犯罪而论,多为通奸、溺婴、不孝公婆以及家邻之间的偷盗等[1]。其主要的犯罪类型为诱拐、犯奸,
且以性欲罪为主。就连最严重的杀人,也大多限于勾结奸夫杀害本夫。其他社会上的犯罪,女性是

很少涉足的。到了民国初年,女性的犯罪类型多样化,如民初的犯罪类型约为40余种,除了少数几

种类型外,女性都有涉及,且主要以鸦片、略诱和诱等经济犯罪为多。民国初年,女权运动勃兴,女
性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权利,开始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女学的兴

起,反缠足运动的大力提倡,女报的创办以及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等,都给了女性一些可以沐浴到

的“自由空气”。但因社会的动荡,经济的不景气,大家庭的逐渐解体,使得很多女性不能再像以前

那样身居家中依赖男人而活。她们和男性一样为生计奔波,承担着沉重的经济压力,有的甚至要养

活一家人。当其面对经济困境而毫无出路时,有的便会选择通过犯罪来获得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由此,美国犯罪学家萨瑟蓝认为,女性的犯罪随着女性走向社会的同时而增加[2]395。特别是由此际

的司法统计①和案例资料可以看出,民初女性因经济困境参与社会活动的增加,是这一时期女性犯

罪人数和犯罪类别都较以往为多的主要原因。司法统计年报中的犯罪统计和当时的案例记录尽管

不够详尽,然而却基本上能够从中得知其时女性犯罪的部分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女性尤其是下

层妇女实际的生活困境。

一、民初女性的经济困境

(一)不独立的经济地位

近代以前,中国女性的生活主要依赖男性,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和权利,但也就此而不承

担经济的开支。女子未嫁前由娘家的父母兄弟来养活,出嫁后则依赖夫家来供养,可谓“衣食无

① 为行文方便,本文仅以1914-1919年的刑事司法统计为论述的依据来说明问题,均为司法部总务科第五厅编纂并发行,笔者

从中整理统计出相关数据,正文中简称司法统计,因所涉页码过多,不便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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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婚姻实际上就是一种买卖关系,女人为了取得终身的供养将自己卖出去,男人是为了买得女

性的贞节权和生育权才会将女人娶进来,因此金钱的关系在当时的婚姻中被明显地凸现出来。虽

然有少数平民女性有一定的经济问题,但也会通过家族或其他途径而得到解决。
到了近代尤其是在民初,女性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权利,但仅限于少数家庭富有者和特权阶

层,多数平民女性经济上仍然有很大的依附性。特别是其长期以来养尊处优的生活及经济上的依

附心理,使其面对经济困境时往往惊惶失措。因此当遭遇婚姻不幸时,多数女性仍旧不敢提出离

婚,有时也是担心离婚后会失去生活的供养。
(二)享乐、贪利的心理特征

在近代以前,女性因为很少大量地从事生产劳作,不用承担经济的压力,有时便养成了贪图享

乐的心理。特别是在世风的影响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清末的消费中便存在大量的奢侈现象,而
且有些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已超过了礼法约束的范畴,“某些新式消费在礼法条文中无规可

循”[3]284-285,这种现象一直影响到民国时期广大民众的生活,虽然当时女性的经济负担比以前增加,
但由于长期的依赖生活及奢靡世风的影响,很多人还是未能改变注重享受的心理。

这种情况下,当女性所依赖的男性不能满足她的物质需求时,便会很现实地去寻找那些可以供

给她更好物质享受的方法和途径。这种享乐、贪利心理,使其在经济负担日益加重的社会中变得不

能适应而容易走向犯罪。同时,女性的这些心态特征,也使其往往成为不良家庭的牺牲品。
(三)不良家庭的牺牲品

民国初年,人们生活困苦不堪,经济的凋敝,让很多人无以为生。同时也因为人口的增长而使

得部分家庭入不敷出。“我国近年人口日增,米珠薪贵,生计维艰”[4],于是因“贫穷而兴溺女之

风”[5]。有些女性还会遭到被出卖的命运。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这一时期娼妓的激增,“因家贫而鬻

女,因鬻女之故而娼妓妾御日益多”[6]938-939。同时,女性所寄予很大希望的婚姻,有时也会将之作为

经济上的牺牲品,如有些女性被婆家贱卖,有的则被逼为娼或与人通奸以获得经济上的援助。
(四)经济负担加重

虽然民初社会未能为女性提供更多的职业,但社会的发展,却使得女性在这一时期不得不走向

社会。民初连年的天灾及无休止的战乱给百姓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恶劣影响,很多人因此而失去生

计的来源和依靠,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下层社会中,妇女与男子同样肩负着谋生重担,她们

活动的范围增加,负担增加,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却丝毫未见减弱,而女性教育的薄弱、知识

技能的缺失及适应社会能力的低下亦使其举步维艰。且当其遭遇困难时,有些大家庭已不再提供

帮助,“妇女在她们离家后就变得无人帮助”[7]14。有些城市平民妇女失去了丈夫,便失去了生活的

来源,完全成为无依无靠的人。因此对于多数面临经济危机的女性来说,如果找不到工作或是工资

低廉,便很容易诱发其犯罪动机。

二、民初女性犯罪以经济目的为主

由上所述可知,民初女性因所受教育有限,在社会上找不到什么好职业,就业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经济的压力却使得很多女性不得不走向社会承担起生活的负担,她们常常备受生计的压迫,面临

饥饿的威胁。而且近代社会奢侈享乐的风气,也影响了部分女性的生活观,常常因好逸恶劳而容易

走向歧途。因此,经济上的压力及生活上的享乐主义,使得部分女性在面临生计上的困境时,出于

无奈而犯罪。
据该期的司法统计显示,此际女性犯罪多以经济目的为主。就犯罪人数来说,从1914至1919

年,排在第一位的为经济罪,该类经济罪主要是鸦片烟罪,总人数为10862人,约占全数25252人

的43%;排在第二位的为略诱及和诱罪,也属经济类犯罪,总人数为3264人,约占全数的13%;排
在第三位的是杀伤罪,为伤害罪,总人数2733人,约占全数的11%;排在第四位的为奸非及重婚



罪,为性欲罪,总人数为2076人,约占全数的8%。① 而就犯罪类型而言,也以经济类为多。另据统

计显示,此际增长最快的女性犯罪类型为鸦片烟罪,其次为略诱和诱和奸非罪,由此可以看出经济

实为当时女性犯罪的一大原因。
在民国初年,吸鸦片烟在该时期的中国是一种很流行的事情,特别是贫困群体,吸食者众多。

再加上鸦片等毒品利润很大,由此部分女性便会利用自己的性别之便,从事犯罪活动。因吸烟一般

在家里,很难被发现,便有家居妇女私卖鸦片供人吸食而得利。② 特别是在民初的中国社会,因为

对女性的搜查不是很严格而出现了由妇女携带毒品(主要是鸦片)进行贩卖活动的现象。如1914
年上海便有妇人王汪氏以他人托带草药为名将大量烟土放入行李中被获[8];而1917年北京张周氏

则因私贩烟土3包共计36两而被查获[9];另同年12月30日《中华新报》亦载有妇人王张氏因家贫

专以私贩烟土为业的案例[10]。有时也会由多个妇女配合进行贩运,甚至成立了专门的贩运机构。
如1918年天津妇人赵徐氏、李曹氏、张郭氏坐火车由山海关往天津贩土被获[11];而1917年上海妇

人任宝娘则“勾串富有金钱妇女集合资本在常州、无锡、上海等处组织贩卖烟土公司,其贩卖职务专

以妇女充任往来无锡、上海,或乘火车或搭轮船,所有烟土均由沪部运往,藏诸身畔或行李中检查不

易,破获甚难”[12]。
而略诱和诱之所以成为女性犯罪类型中数量较多的罪行之一,也是因为性别上有一定的便利

之处。在略诱和诱罪中,因受害人多为女子,女子与女子接触常较男子容易,加之略诱和诱罪之成

立需要体力者少,故女子犯略诱和诱罪的机会较男子为多[13]。其时农村经济的破产,城市失业人

口的增多,使得部分女性生活难以为继,于是那些陷于经济困境却不愿或不能出卖自尊和性的,便
会从事诱拐及其他犯罪活动。对于多数的女性诱拐者来说,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生活贫苦,无路可走

才起意从事这一犯罪活动,从中谋得一定的经济利益。民国初年,拐案之甚,无法用具体的数据来

说明。但如前所述的官方统计数据来看,女性拐逃罪在女性犯罪中所占比例是很高的;而且当时的

《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关于拐逃案的报导。由大量的案例分析可知,这些诱拐者多

是因被诱人身处困境而起意将之拐逃,对于部分诱拐者来说,可能在诱拐时也有帮助被诱人之意,
但多数时候还是经济利益占了主导地位。而于这些被诱人而言,本身生活环境的恶劣,让其也愿意

跟随拐犯出逃,特别是那些经常受虐待及家庭贫困的女性,更是给拐犯以一定的可乘之机。
就连所谓的性欲罪,也多以经济利益的取得为最终目标。在民初,性犯罪对女性来说主要是奸

非罪和重婚罪。但由于种种原因,女性犯重婚罪的几率很小,因此本文所说的性犯罪主要是奸非

罪,对女性而言多为通奸。对于女性与人通奸的原因,台湾学者赖惠敏在《內阁汉文题本专题档案:
刑科婚姻类提要》简介中,对之进行了相应的阐释,认为“有些妇女与人发生婚外情的理由是值得同

情的,譬如家境困窘丈夫养不起,丈夫纵容妻子与人通奸,等于将她当摇钱树,夫妻没什么情

义”[14]。此类情形在民初也多有记载,如1916年上海浦东桥刘许氏便因夫患哮喘不敷开支,与人

私通且事前征得其夫的同意[15];而1917年奉天陈康氏则因丈夫贫苦难度由姑带至上海与胡长林

姘识,其夫常来索钱长达5年之久,后因无钱而被夫控究[16]。特别是那些遭遇丈夫长年外出未归

的女性,很多时候便也容易因经济问题而与他人通奸。如1917年湖南叶孟氏便因其夫出外做工,
家境寒迫而与人通奸[17];另1912年四川陈曾氏也因夫外出未归先与杨少安姘居租赁范云臣房屋

居住,后因贫又与范通奸同逃被获[18]。由大量的女性因金钱与人通奸的案例可以看出,通奸女性

所追求的并不是爱情而是生活享受,她不管和谁发生性关系都无所谓,只要这个男人能给她优越的

生活。“她既无知又无聊,对陌生男人的胡言乱语全都信以为真。她不仅愿意和他发生性关系,而

①

②

整理自“罪名别被告人数及刑名表”,1914-1919年《司法部刑事统计》。

如1915年天津赵岳氏便因在家私藏大烟供人吸食而被巡警查获。参见《烟案送厅》,《大公报》,1915年8月30日,第4675号

4版。



且有时只经过短暂的相识便会和人私奔。”[7]43由此,“性欲罪与经济有一种很重要的关系”[19]285,经
济因素实为女性性犯罪增多的一个动因。

至于女性的其他犯罪行为,如诈欺取财、抢劫等经济类案件的大量发生,无不与妇女经济困窘

的状况直接相关。如1912年江苏陶朱氏便因贫先将亲女抵予黄梁氏为使女后公然领回,商同胡陈

氏骗诱价卖得钱[20];另1913年浙江陈孙氏也因家贫,其夫不务正业而被夫捏称弟媳,改嫁与林姓

为妻后又与前夫潜逃而被控重婚[21]。其时也有的女性因生活贫苦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劫,如

1916年上海便有妇人张李氏、张小丫头等8人因生活所迫而结党为盗[22]。
由此,这一时期的女性犯罪多与经济有一定的关系,实为女性面临经济和职业困境时的一种无

力选择。而由女性犯罪时的经济状况,更是可以看出女性生存的艰难。

三、民初女性犯罪时的经济状况

民国初年的女性,很多时候因经济上的依附性而养成了一定的好逸恶劳心理,因此一旦遭遇生

活困境,便会在生计上陷于恐慌。另在当时很多下层社会的家庭里,女性还要和男性一样承担起生

活的重担,但社会上并没有为她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和救济措施。这种情况下,陷于经济危

机的部分女性便只好通过犯罪来满足她们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由统计和案例资料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多数女性犯罪人的经济状况都不是很好,经济困境实为

其走向犯罪道路的最主要因素,是其不得已为之的选择。就司法统计中女性被告人的资产状况来

说,无资产及赤贫人数就占了很大的比例。每年都以无资产的为最多,稍有资产的占第二(除1916
年占第三位外),赤贫的占第三(除1916年占第二外),有资产的占第四位。因此女性被告人以无资

产的人数最多,所占比例约为64%;其次为稍有资产者,所占比例约为17%;然后为赤贫,所占的比

例为13%,而有资产的人犯罪最少,所占的比例为2%,①无资产和赤贫的经济程度差不多,此类犯

罪人的犯罪类型主要为经济类,罪名集中在鸦片、略诱和诱和诈欺取财等类别上,由此可以看出当

时多数女性犯罪人的经济动机。无资产和赤贫的人生活条件较差,有些人由于受生活所迫,意志不

坚,容易受犯罪诱惑,走上犯罪道路。同时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往往不能得到持有偏见的人正确对

待,容易受社会偏见歧视,尊严、荣誉、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极易产生自卑感、压抑感和挫折感,由
此引发犯罪[23]112。

另在有资产者的犯罪类型中,以1919年为例,排在前两位的为鸦片烟罪和杀伤罪,所占比例分

别为64%和13%;稍有资产的为鸦片烟罪和赌博罪,比例分别为62%和11%;无资产的为鸦片和

略诱和诱罪,比例为44%和14%;赤贫为鸦片和略诱和诱,比例为73%和6%,②可以看出罪名与资

产存在一定的关系。对于稍有资产及有资产者来说,不良的嗜好为其主要的犯罪目的,而经济贫困

者主要以经济为犯罪目的。而就女性犯罪时的生计情况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经济因素实为女性

走向犯罪的最主要原因,成为民初女性犯罪激增的重要因素。由此有人指出“我国近日开通的地

方,女子颇多努力于生存竞争者,将来女犯的增加,自属意料中的事”[24]252。就司法统计所示,民初

女性被告人贫困生活者最多,比例约为39%;其次为朴质生活和普通生活者,所占比例分别为32%
和21%;最后是奢侈生活者,所占比例仅为2%。③ 就连所谓性犯罪中的女性,也多为生活贫苦之

人。由该时期性犯罪案例资料可以看出,通奸案中的犯罪女性以生活贫困者为多,生活的艰难使得

她们无暇顾及所谓的贞操问题,因此很多时候性也就成了她们用来谋生的一种手段,特别是此阶段

娼妓的激增更成为这一妇女问题凸显最好的注脚。

①

②

③

整理自“审判衙门别被告人数及其犯时资产表”,1914-1919年《司法部刑事统计》。

整理自“罪名别被告人数及其犯时资产表”,1919年《司法部刑事统计》。

整理自“被告人数及其犯时生计表”,1914-1919年《司法部刑事统计》。



而由民初女性被告人的职业统计中,我们更是可以看出其时平民女性生活的艰难。这一时期

女性被告人的职业以雇佣业为多,然后是工业、农业和自由业。但这些职业,多收入低微、待遇低下

而且也不是很稳定。“旧时所谓女子职业与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是吻合的,除了缝补、洗衣等正当

生计外,不少妇女为了养家糊口,或者仅仅是为了活着,不得不从事龌龊的,甚至是卑下的‘职
业’。”[25]同时,由于近代纺织业的发展而诞生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的纺织女工,但纺织工人“每月收

入至多也不过十元,她们的工作时间,是没有限定的,但绝不会少于十二小时! 她们的灵魂里所潜

伏着的悲哀,不必说是不堪揭露的了”[26]。再加上经济的不景气,有时甚至不发工资。虽也有女性

从事其他职业,但人数却很少。因此就总体而言,民初女性所从事工作的种类很少,工资低廉,相对

男性来说,人数也不是很多。女子从事职业在中下层社会中多由于生活逼迫,她们除了治家外不得

不从事于一种谋生活动,以赡家或至少辅助一部分家用。犯罪女子的收入非但微乎其微,而且也朝

不保夕,缺少稳定性[13]。
另由司法统计所示,该际女性被告人90%以上都为无业或失业人群。因此部分女性在无工可

做、无业可从而又失去任何供养的情况下,便很容易走向犯罪。

四、结 语

民国初年,女性参与社会活动增加,视野变得更加开阔,开始逐渐挣脱封建的桎梏,为自身的自

由争取一定的空间。但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也是多灾多难的,她们不得不为生计奔忙,然而多数

女性基本上没有什么谋生的能力,生活的重负常常令她们无所适从。在这样的情况下,“犯罪”往往

成了部分女性不得已的选择,对那些生活在下层社会的妇女来说尤其如此。“犯罪的人是受压迫

者,犯罪的妇女更是受压迫之在最下层者。”我们可以说她们是被迫犯罪。女性犯罪人多为处在经

济底层的人们。她们往往是社会、个人危机的最先、最严重的受害者,而且她们无法解决自身的困

难。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犯罪是最好的出路以保持她们的地位,保护她们的存在或满足她们的最

基本的需要[7]58-114。民初女性犯罪的经济化趋势,便可以看作女性在发生一般社会危机和个人危机

时求生存的最好办法。她们在适应这些危机时无能为力,只有铤而走险。
经济上的贫困和优势资源的缺失成为民初女性犯罪的主要归因。她们所处的恶劣社会环境不

但没能提供基本的维生保障,相反还促成了她们不良习惯的养成。于是愈贫的犯罪愈多,愈富的犯

罪愈少。这并非证明穷人生来比富人坏,而是证明所处社会环境的优劣对于犯罪的影响。一般人

在衣食未足以前,犯罪的行为是很容易发生的。同时,“不要以为贫穷的人只会犯窃盗、侵占、诈欺

等经济罪,而不会犯其他种类的罪。其实,性欲罪和贫穷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一些女孩子,
在遇到饥饿来临时,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出卖劳力,另一条是出卖肉体”[27]196-198。而透过对民初

女性犯罪的考察,我们发现两者都让女性苦不堪言,这也无形中成为孕育女性犯罪的土壤。
这一时期,女性获得了相应的教育、经济权利,妇女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妇女问题,

却也因中国之特殊社会情形而日趋严重。妇女渐由家庭踏入社会,与外界的接触渐次增加。同时

在下层社会中,妇女与男子同样地肩负着谋生重担,她们有时竟会养活男子。但她们在生疏的环境

中,缺少应付的能力,在新的使命下,缺少生存技能,于是失调的问题随之而起。“在他方面,女子的

地位并没有改善,重男轻女,双重道德的观念,仍如铁链地束缚着多数妇女,妇女解放的声浪未能达

到下层阶级的妇女。教育的普及只是资产阶级极少数妇女的特殊权利,多数妇女仍处在黑暗

中。”[28]虽然女权运动者们满怀激情,并身体力行地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但因为其时传统的男权社

会依旧,使得很多时候所谓的妇女解放并没能“解放”绝大多数的妇女,由此,民初女性经济犯罪的

增多也可以说是女权不彰的一种表现。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民初女性犯罪的经济化趋势很多时候与社会变迁有很大的关系。女性犯

罪所阐述的是女性阴暗面,由此亦展示出了人性的复杂。即它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特性,而是在某



种条件下会发生变化的,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恶劣的生存危机往往将人性中潜在的恶的

东西诱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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